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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0日，“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
文逝世。1月11日，在钟敬文去世后的第二天，
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到钟敬文家吊
唁时提议，在钟老百日（4月20日）或生日（3月
20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现代文学馆、北师大中
文系联合举办钟敬文诗词朗诵会，这个建议立即
得到积极响应。

4月20日，在钟敬文逝世后一百天的日子
里，中国民俗学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北京师
范大学主办了“钟敬文先生百日祭——诗文遗
作吟诵会”，以独特的方式追思这位世纪老
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会场，悬挂了“钟敬文
先生和我们在一起”的横幅，会场右侧陈列了
钟老的巨幅遗像，他生前用过的小书桌、木椅
子、台灯及伴随他多年的手杖和浅灰色的礼
帽；会场左侧展示了钟老生前出版的学术著
作、诗文选集和手稿。台前置放了中国现代文
学馆敬献的花篮。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与会
者朗诵了钟敬文的《海滨的二月》《满江红——
郁达夫先生殉难三十周年纪念》《念奴娇——
扫落叶》《碧云寺的秋色》《追悼老舍同志》《忆
社戏》等诗词和散文。

中国现代文学馆缘何举办钟敬文诗文遗作
吟诵会？我想，这恰恰是对钟敬文“诗人的性情”
的理解与诠释，是对“诗人钟敬文”的回应。钟敬
文多次说过：“我的学问，做得最好的并不是民俗
学、民间文艺学的学术研究，而是诗。我死了以
后，我的墓碑上要写上‘诗人钟敬文之墓’，有这
几个字就够了！”纵观先生的一生，他始终读诗、
爱诗、写诗。他将陆放翁、王渔洋、龚定庵等人的
诗集，放在床头、案头等随手可及的地方，以便随
时阅读、品味。即使是抗战期间，战地烽火中，他
依然携带着《陆放翁全集》，这是他行囊中唯一的
书籍。谈到诗对自己的影响时，钟敬文曾这样
说——“……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
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
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
诗对于先生来说，是心灵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园
地，他以诗言志：“历经仄径与危滩，步履蹒跚到
百年。曾抱壮心奔国难，犹余微尚恋诗篇。宏思
竣想终何补，素食粗衣分自甘。学艺世功都未
了，发挥知有后来贤。”

据统计，钟敬文80余年间所作的诗篇，仅旧
体诗作现存的就有800余首。这些诗篇不仅展
现了钟敬文走过的道路，也记录了时代风云变
迁。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中，有两封钟敬文写给
姚雪垠先生的信，信中共有四首绝句。

第一封信中的两首绝句：
其一

半车麦秸早知名，见面无缘藿意倾。
投老欣逢在西苑，风云气概共长征。
其二
兼饶智勇一蛾眉，力破重围更会师。
妙笔一朝移粉墨，满城争看闯王旗。
雪垠同志赐题纪念册并承索赠诗，谨作二绝

以报还，乞教正。
钟敬文 戊午夏于北京

这封信的信笺非常雅致，用的是溥儒《书画
镜屏六扇（后）之四》信笺，信笺整体清净明雅，意
趣盎然，山水刚中带韧，人物传神灵动，具有强烈
的视觉美感。诗中所提及的“雪垠同志赐题纪念
册”应为《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1978年），这
一次的文联全委扩大会指的是中国文联三届三
次全委扩大会，1978年5月27日至6月5日在北
京西苑饭店召开，拉开了新时期文联组织拨乱反
正、恢复生机的历史序幕。文艺工作者们齐聚一
堂，就文联和各协会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任务，
以及对调整文艺政策、促进创作繁荣、培养新生
力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经历了十年“文革”动
荡的文艺工作者，再次聚首谋划文艺工作，现场
的气氛异常热烈。

对“十年浩劫”的控诉、澄清认识的喜悦、自
身境遇的感怀、谋划未来的热忱，交汇在一起，让
与会代表悲欣交加，心潮澎湃，从《文联全委扩大
会纪念册》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纪念册扉页为
启功毛笔题字“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次为钟
敬文自题“请题词或作画留念”，次为音乐理论家
廖辅叔毛笔题“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共有
53位与会代表签名、题字、题诗和绘画，如魏巍、
巴金、艾芜、欧阳山、冯至、冰心、沙汀、朱光潜、草
明、秦牧等，包括姚雪垠。

那么，姚雪垠在这一纪念册上题了什么呢？

是他的旧作《抒怀》。
抒怀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不持杯酒退徘徊。
鲁阳时晚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敬文同志指正并纪念，七八年六月，姚雪垠
《抒怀》这首诗对姚雪垠来说是有特殊意义

的。姚雪垠的长篇巨著《李自成》创作、出版因“文
革”而受阻，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给毛泽东
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交代了自己的创作计划，
请求对创作给予支持，并在信末呈上了一首旧
作，即《抒怀》，用鲁阳挥戈、夸父逐日两个典故表
现暮年豪情。毛泽东读信后，批示：“印发政治局
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
卷。”正是如此，《李自成》在特殊的年代才能成功
出版。因此这一首诗对于姚雪垠来说意义重大，他
在《文联全委扩大会纪念册》上题下这首诗绝非偶
然，对过去岁月的万千感慨、对未来的无限期许，
都化为了这一首自白的心志。而钟敬文回赠的两
首绝句，“半车麦秸”指的是短篇小说《差半车麦
秸》，这是姚雪垠的成名作，也是抗战初期文坛最
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之一；“闯王”指的是小说《李
自成》，《李自成》第二卷甫一出版，便风靡文坛，
到1981年第三卷出版前，《李自成》前两卷的总
发行量已达到410多万套。诗中既有与姚雪垠相
逢的喜悦，也有对姚雪垠智勇的赞叹，更巧妙地
融入了姚雪垠的两部重要作品，可谓文思敏捷。

第二封信同样写于1978年，上有两首诗歌：
参加文联全委会扩大会有感二绝
（其一）
文物民权一扫光，四凶真比法西狂。
到头魔垒旗终倒，日月重辉万汇昌。

（其二）
服务文场与教坛，骎骎已过古稀年。
当兹世道云兴日，合作馀霞照碧天。
予发言稿所附此作，颇有误排之处，兹略予

改正以免传讹。
雪垠同志是正

敬文呈稿
信中所提的发言稿为钟敬文在文联全委会

扩大会上所作的发言《用百倍成绩回击“四人帮”
对民间文学的野蛮迫害》，他指出：“过去10年
间，在被‘四人帮’凶暴地摧残了的文化、学术园
地里，民间文学方面无疑是一个重灾区！”在“四
人帮”的迫害下，《民间文学》刊物被取消、民间文
学工作机构被撤销、民间文学工作者被迫改行、
大量民间文学资料失散，因此钟敬文由衷地感慨

“四凶真比法西狂”，同时感慨现在已是新的日月
与天地了，充满了豪情壮志，精神上涌现出一种

“余霞尚满天”的感觉。他并没有过度沉溺于痛苦
的回忆，长久地控诉“四人帮”，也没有喜不自胜，
沉浸在“四人帮”被粉碎的欣喜中忘乎所以，而是
开始思考民间文学的道路与未来。短短几个月，
他就已经从澎湃的激情转向了理性的思考。

1978年，钟敬文已经75岁了，正如他所言
“骎骎已过古稀年”，但是他依然为民间文学的未
来而奔走，践行着自己的道路：“只要有利于民间
文艺学、民俗学的建设与发展，而我的体力还能
支持，我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

1978年，中宣部批准成立了恢复中国文联和
各文艺家协会筹备小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
成立了筹备小组，钟敬文作为筹备小组成员参加
了筹备工作。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上，宣布了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
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

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
即复刊。但是民间文学研究会恢复工作暂缓，直到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召开的中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恢复活动。这期间，钟敬文一直在思考民
间文学学科体系、民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1978年暑假，教育部在武汉召开高等院校
文科教材会议，“民间文学”重新进入中文系课
程。8月，钟敬文在北京师范大学暑期民间文学
讲习班上，作了题为《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讲
话，提出“民间文学作品及民间文学理论，是民俗
志和民俗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前者（民间文学作
品等）是后者（民俗志）这个学术‘国家’里的一部
分‘公民’，在这学术‘国家’里占据着一定的疆
土”，并组织各高校民间文学课程教学骨干编写
《民间文学概论》教材。9月9日，钟敬文写了一篇
《为孟姜女冤案平反——批驳“四人帮”追随者的
谬论》的长文（1979年2月末改订，发表于《民间
文学》1979年7月号），长文不仅批判了“四人帮”
对民间文学的谬见，更指出了民间文学的意义，

“民间传说所取材的历史人物，不一定需要符合
他的传记事实，因为它着重的往往是对于社会事
象的真实（内在意义的真实）”。钟敬文在《民间文
学》1979年第2期上发表《“五四”前后的歌谣学
运动》，认为五四以来的歌谣学表现出明显的民
主主义思想的倾向。1979年5月，钟敬文在中国
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
讨论会上，作了题为《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
的发言，认为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对鲁迅产生了
深刻的、积极的影响。11月4日至10日，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召开。作为筹备小
组成员的钟敬文致开幕词，并当选为副主席，在
会上作了发言《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
平》，“民间文艺学，是研究人民口头创作的专门
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历史的和现在的口头
创作进行科学的分析、综合，以便最后得出关于
它的种种规律”，“我们必须趁当前学术界强调实
事求是的大好时机，认真检查过去的学风，经过
辨明是非，从而端正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我想，
我们是一定会建立起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
学来的”，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角度，对我国
民间文艺学进行了再思考和再梳理。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
基人之一，钟敬文聚焦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学科建
设，为民间文化的学术研究和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
贡献了毕生心血，是当之无愧的“人民的学者”。

在“钟敬文先生百日祭——诗文遗作吟诵
会”最后，北师大民俗学专业全体师生上台齐声
唱起由钟敬文1930年作词、程懋筠作曲的《中国
民俗学运动歌》，歌唱道：“这儿是一所壮大的花
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但现在啊，园丁不到，
赏花人更是寂寞！斩除荆棘，修理枝条；来，同志
们莫吝惜辛苦！收获决不冷待了耕耘，有一天她
定会惊人地热闹！”我想，以钟敬文为师，学习他
矢志不渝的学术追求和精神风范，今天民间文艺
学与民俗学的花园一定更加繁茂。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

从澎湃激情到理性思考
——从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钟敬文致姚雪垠的两封信谈起

□赵雨佳

钟敬文的学术生涯始于民间文艺学又终于
民间文艺学，毕生投身于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
恰如万建中的评价，钟老“不仅构筑起民间文艺
学学科的理论大厦，而且不遗余力地添砖加瓦”，
既吸收了中国旧有学问之优良素养，又推陈出
新，表现出精妙、现代、历久弥新的一面。事实
上，钟敬文取得的成就与他的国际视野密不可
分：青年时代延续终生的对国外学问的求索、与
各国各领域学者的信件往来和学术交流，以及在
构建学科体系时的吐故纳新……如此种种早就
了钟敬文的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

多元深厚的学术根底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如一声惊雷激励了
钟敬文等一众青年，百家齐放的国外思潮使他们
对新知识充满了渴望。也是此时，身处广州的钟
敬文感受到世界知识版图的广阔，开始接触民俗
文化活动，用心搜集与研究民间文学。后来他写
道：“这种初期的学术活动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
基础”（《“五四”——我的启蒙老师》）。离职前往
杭州后，钟敬文和同仁好友娄子匡、钱南扬等共
同成立了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并创办诸多期刊。
这些期刊在出版国内学者著作的同时，还在钟敬
文的推动下翻译引介国外理论，如当时学会刊物
《民间月刊》“学界出版消息”栏目中会介绍日本
最新的民俗研究动态。钟敬文也与松村武雄、佐
佐木喜善等日本学者联系密切，多次翻译、刊登
他们的作品。这些文章的发表使钟敬文愈来愈
感受到“如果要进而推动全国这方面（民间文学）
的学术运动，就更没有多大把握了。因此，必须
有个机会，让自己去打好学业基础才行。”（《钟敬
文文集·民俗学卷》），这便是钟敬文后来赴日留
学的起因。

在东京的两年多时间，钟敬文师从西村真
次，广泛接触西方的学说、理论……自觉或不自
觉地采用了民族学、民俗学、原始社会史及文化
史等的观点。这段时期的学习充实了钟敬文早
期的学术知识结构，使得他初具国际化的视野，
这在他当时的行文写作和学术讲座中都可见一
斑。1982年出版的《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
自序中，他提及自己的民间文艺思想底色大抵由
三个部分构成：一是“马列主义被应用到对中国
历史和文艺的剖析和批判……作为一种新因素
存在于我的思考和写作里”；二是法国涂尔干、
让－马利·居友等的社会学宗教论、艺术论的影
响，“有利于我摆脱那些不正确的文艺思想”；三
是英国人类学派的巨匠弗雷泽等的理论，这一点
尤其见于其师西村神话文化思想中常常应用的

“文化传播论”（《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自
序）。1979年，钟敬文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的

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上谈论民俗学的定义与任
务，讲话内容旁征博引、全面翔实，就“民俗学”的
定义而言，便列举出英国弗雷泽，日本柳田国男、
西村真次，法国山狄夫，德国黎尔等学者的不同
看法，在谈及民俗学的方法时，也谈到芬兰历史
学派所采用的历史地理研究法、德国赫尔德发起
的诗歌搜集运动对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启示意义。

求知若渴而博采众长，钟敬文在各家理论思
潮中积淀了深厚的学术根底，并逐渐建构了中国
独特的民间文艺学学科理想：重视中国文学的考
据传统，不仅学习法国社会学派在形式上以自然
科学为模板，客观地收集、比较、分析对象，研究
普遍的规律，也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积
累出发，在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之外，提出
历史民俗学研究，旨在建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的、从实际出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
文艺学。

热切活跃的中外交流往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空前紧
张，为抗日的目的，这期间中国的“日语学习热”
和“日本研究热”也日渐兴盛。1932年始，杭州
中国民俗学会主动与日本学界进行双向的学术
交流，钟敬文便是主力军之一。在与日本民俗学
者书信往来的同时，钟敬文明确了自己从文学角
度进行研究的志向，也为自己赴日留学铺平了道
路，1933年日本期刊《日本民俗学》第11期发表
了钟敬文的《中国民谭の形式》（中译《中国民谭
型式》），在小序中，他回顾了近年来受邻国此学
问之先进者如南方熊楠、高木敏雄、松村武雄诸
先生影响的民间故事研究经历。而这一文章也
极大地触动了日本学界，尤其是当时日本著名的
民俗学家关敬吾先生，在其编写的《民俗学》一书
译入中国后，他在序文里写道：“钟教授在日本民
俗学会会刊上发表的《中国民谭型式》，使我不禁
对中国民间故事第一次打开了眼界……钟教授
的论文，是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口承文艺的契机之
一。”也是基于此，关先生称钟敬文为“中日民间
故事比较研究的前辈”。

除了与日本学者热火朝天的书信往来，德
国学者艾伯华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和钟敬文
展开了通讯交流并互相寄赠书刊，在其1937年

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书“动物与人”大
类中就参考了钟先生在《民间月刊》第二卷第二
期所写作的“老虎外婆（老虎和孩子们）”这一类
型，艾伯华在为德国编纂《民间故事百科全书》
撰写“钟敬文”条目时，也郑重介绍过他的《中国
民谭型式》一文。钟敬文与众多国外学者既严
谨务实地讨论学术，又充满了关切和热爱。20
世纪50年代中期，钟敬文主管中国民间文艺研
究会会务时，曾接到过苏联李福清博士捎来的
论文抽印本，当时两人只有信件往来，无缘会
面，直到很久以后两人才见面。钟敬文在《中国
神话故事论集》序言中回忆：“（初次见面）他一
面紧握着我的手，一面用熟练的中国话说（带着
感情地）：我来中国三次，这一次才算见到您”，

“那天下午，我们在对外友协的客厅里连续畅谈
了两三个小时，分手时已经近黄昏了。临别时
在庭园中拍的那张照片，虽然部分景象有些模
糊，却仍然使我宝爱它。”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
也曾与钟敬文学术对话多次，1978年《中国民
间故事类型索引》中译本出版后，钟敬文“满心
欢喜”地应邀为丁乃通作序，提起丁教授曾寄赠
过译本的英文原著，丁乃通在回顾自己的研究
历程时也特别提到“中国民间故事的采访、搜集
和研究，起步较迟，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开
始。当时许多前辈，如钟敬文、赵景深等诸位先
生，已经注意到中国故事和印欧故事有许多相
似处，初步作了一些分类”，借此略表饮水思源
之意。不仅是信件往来中的学术对话，钟敬文
晚年仍热切属意于相关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与芬兰民间文艺界在广西三
江地区联合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民间文艺实地
考察活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
次中外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也是中国第一次与外
国联合举办民间文艺考察活动。钟敬文时年已
高，虽未参与实地考察，但在联合调查前召开的
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会中，他委派了刘锡
诚宣读他对本次活动的贺信。1994年，中日韩
三国部分研究民间故事的教授提议成立亚细亚
民间叙事学会，该学会以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为核
心任务，每年对民间文学的各种文类进行探讨和
交流，还特别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叙事文
学，以起到世界民间叙事研究的桥梁作用。当时

的钟敬文已入耄耋之年，依旧密切关注学会动
向，大力支持学会工作，并欣然答应担任顾问。
他说：“中日韩三国的民间故事的亲缘关系的确
是很客观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工
作，却远远落后于实际的需要。这既说明这个跨
国界的学术组织今后任务的沉重，同时也说明它
的创立和活动是具有怎样的文化意义。”（《建立
中国民俗学派》）次年在北京召开的理事会上，钟
敬文发表了《对民间故事探究的一些认识和意
见》的讲话。2000年，在钟敬文、启功、王宁等学
者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民俗典籍文字
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后，钟敬文便邀请日本著
名学者稻田浩二前来中国召开“中日民间叙事文
学情节类型专题研讨会”……其对国际间学术对
话交流的热情如斯。

为民族、为世界的学科建设

钟敬文是一位求知若渴的学者，更是民间文
艺学学科的奠基人，他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重
要的、特殊的学科加以理论设计和学术实践，把
它的各种意义与价值融合在统一的范畴里，对其
定位不仅仅是一国之学科，更是为民族、为世界
的学科，“我们的研究，不仅是为民族的，也是为
世界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建立中
国民俗学派》）。

钟敬文的国际化雄心体现在理论建设和人
才培养上。对于国外理论动向，钟敬文自年轻
时，便有敏锐前瞻的学术眼光，既虚心引荐，又辩
证思考，为民间文艺学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石。
钟先生是类型研究方法最早的引入者，并身体力
行地对其实践。在杭州时，钟敬文写的《中国的
太阳神话研究》《中日共同的民间物语》《中鲜民
谭的比较》等论文草稿，以及1935年发表的《老
獭稚型传说之发生地》，都致力于从同类故事中
寻找发源地及其传播途径，是在中日韩三国的民
间故事类型比较上的研究成果。为了让国内的
学者更多地了解到类型研究方法，20世纪70年
代末、80年代初，在刘魁立等学者的共同带动
下，钟敬文对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和丁乃
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翻译和出版投入
了极大的热情，在后者的序言中他提到：“有些研
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国民间故事

是自成体系的东西，它跟国际的民间故事类型很
少相同。这种论调，在没有得到有力的事实反驳
之前，是颇容易被人相信的。”钟敬文一再强调学
习他国理论的重要性，提醒国内民俗学研究者不
要故步自封，进行井底之蛙的研究。

关于国外民俗学、民间文学作品的译介，钟
先生也颇费苦心。在日学习手不释卷时，他依
旧不忘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
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
学理论，并编辑了数期学术专号，特别是撰写发
表《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
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
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
献。上世纪50年代，钟敬文所在的民研会为了
帮助青年学习民间文学理论，曾编辑过《苏联民
间文学论文集》，70年代末他意识到苏联学界
近年来有新的发展，而我国的社会情况和学界
情形跟过去也大有不同，于是“痛感到有再编一
部苏联民间文学新论集的必要”（《中国神话故
事论集》序）。为了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翻译
资料，钟敬文多次向李福清请教。2004年《外
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的出版了却了他一
直以来的心愿，该丛书出齐了阿尔伯特·贝茨·
洛德《故事的歌手》，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和
《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钟敬文就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后，于1953
年率先开设了民间文学研究生班，不仅为国内新
一代民俗学者提供了学习机会，还格外关怀前往
中国学习的海外留学生。现任印度尼赫鲁大学
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学院的莫普德教授在钟敬
文120周年诞辰上怀念钟老时提到：“1987年，
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往事历历在心头，
我在北师大外国留学生宿舍受到钟敬文教授的
亲切接见，他为人谦虚、心胸开阔。”钟敬文不仅
在学术上给予留学生以教诲，赠予诸多书籍，还
细心关照其生活，为异国他乡的学子庆祝生日。
除此之外，韩国学者郑然鹤、日本学者广田律子
都受到过钟老无微不至的关照，钟敬文对待学术
的严谨、对待学生的宽和，使如今闻名遐迩的民
俗学者们仍念念不忘。

在上世纪末谈及当代民俗学的定位时，钟敬
文曾言：我们的民俗学，是世界民俗学的一部分，
但它具有自己的特点，不是别的国家民俗学的附
庸或“派出所”。诚如斯言，钟老建立中国民俗学
派的热情足以用一生写就，其跨文化的学术根底
和国际视野造就了他对民俗学学科构成的战略
性思考，如此的坚定与雄心，使得一代代海内外
民俗学界同仁深受其影响，也逐渐为中国民俗学
在世界民俗学中找到立足之地。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22 级硕士
研究生）

为中国民俗学在世界范围找到立足之地
——钟敬文的国际视野与学术实践

□陈 昕

钟
敬
文
写
给
姚
雪
垠
的
信
（
一
）

﹃
钟
敬
文
先
生
百
日
祭—

—

诗
文
遗
作
吟
诵
会
﹄
现
场

钟
敬
文
写
给
姚
雪
垠
的
信
（
二
）


